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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及驱动力

刘春艳，张　 科，刘吉平∗

吉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要：受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采用 ＧＩＳ 和 ＲＳ 技术构建景观风险指数，结
合网格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及驱动力。 结果表明， 从时间上看，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

三江平原农田、草地和湿地的景观损失度逐渐降低，林地和居民用地景观损失度不断升高，生态风险呈逐渐降低趋势；从空间上

看，１９７６ 年以高风险区为主，２０１３ 年则以低风险区为主，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低风险、较低风险和中风险区不断向三江平原西部和西

南部扩张，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逐渐向北部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及保护区退缩，生态风险整体向西南方向运移，风险质心

向西南转移 ３７．８ ｋｍ；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变化受海拔、地貌、居民点、保护区距离和人为干扰度影响明显，其中人为干扰

度、居民点以及保护区距离对景观生态风险解释力最为显著，１９９５ 年人为干扰度（７１．２％）、居民点距离（６４．６％）和保护区距离

（４３．７％）的因子解释力明显高于地貌类型（１１．２％）和流域类型（８．９％），２０１３ 年地貌类型（２３．５％）解释力大于保护区距离（２３．
３％）。 该研究为湿地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景观生态风险；景观指数； 地理探测器；人为干扰度； 三江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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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态服务，其结构与功能的持续稳定已成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１］。 然而，人类社会的不断扩张使得全球绝大部分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都直接或间接

地承受着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压力和胁迫，这些压力和胁迫导致了诸多的生态风险［２］。 生态风险是一个种群、
生态系统乃至整个景观的生态功能受到外界胁迫，从而在当前和将来对该系统的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
济价值和美学价值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状况［３］。 作为尺度研究评价指标，景观生态风险是指自然或人为因

素影响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依托景观生态学的生态过

程与空间格局耦合关联视角，更加注重风险的时空异质性和尺度效应，致力于实现多源风险的综合表征及其

空间可视化。 因此，景观生态风险研究可以为区域综合风险防范提供决策依据、有效指引区域景观格局优化

与管理［２］。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区域生态风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探讨。 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基

于区域尺度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其方法和模型的探讨［４］。 如 Ａｙｒｅ［５］ 等运用贝叶斯网络模型，对美国俄勒

冈州森林景观进行生态风险评价， 而 Ｍｏｌｉｎｏｓ［６］ 等通过对当地气候条件度量，研究了日本海洋保护区的生态

风险状况，Ｂａｙｌｉｓｓ［７］等将 Ｒａｎｇｅｒ 铀矿点源风险与弥散景观尺度风险进行比较，定量化研究了澳大利亚卡卡杜

国家公园 Ｍａｇｅｌａ Ｃｒｅｅｋ 泛滥平原的生态风险，Ｐａｕｋｅｒｔ［８］等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结构角度构建了景观尺度上

的生态风险指数。 国内相关学者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比较不同景观之间的结构特征，揭示了景观生态风险动态

变化过程及其时空规律［９］。 如许妍、巩杰、凡姚申等［１０⁃１２］ 利用景观指数分别对太湖地区土地利用、甘肃白龙

江流域和舟山朱家尖岛的景观生态风险格局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土

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流域生态风险评价和海域生态风险评价等。 尽管目前景观生态风险研究已成为国内研

究热点之一，但国内研究学者对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力的研究多从定性方面进行分析，缺乏定量的研究手段，本
文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定量分析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及驱动力。 目前地理探测器主要应用于土地利用、公共健

康、区域经济、区域规划、考古、地质、气象、环境、污染、遥感和计算机网络的研究［１３］，但在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与其驱动因子定量研究中尚不多见。 三江平原作为我国最为集中的沼泽分布区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研究其

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对区域环境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丰富了景观生态学理论，也为景观规

划和管理决策提供了辅助手段。 本文以三江平原为研究区域，基于 ＧＩＳ 和 ＲＳ 技术研究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

险的时空动态变化规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与其驱动因子之间的定量关系，
比较不同驱动因子对景观生态风险贡献量的大小，为三江平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三江平原位于我国东北部，黑龙江省东部，总面积为 １０．８９×１０４ｋｍ２，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

形成的低平原，位于 ４３°５０′—４８°２７′Ｎ，１２９°３０′—１３５°５′Ｅ，包括佳木斯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鸡西市

所属的 ２１ 个县（市）和牡丹江市所属的穆棱县、哈尔滨市所属的依兰县（图 １）。 三江平原属温带湿润、半湿润

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２．５—３．６℃，１０℃以上活动积温 ２３００—２５００℃，年降水量 ５００—６００ ｍｍ。 在三江

冲积低平原和兴凯湖冲积、湖积低平原内，沼泽植被大面积分布。 土壤类型主要有草甸土、白浆土、暗棕壤、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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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土，土地的自然肥力较高。 三江平原地势总趋势是西南高，东北低。 三江平原的经济产值以农业经济为主，
并且农业以种植业和牧业为主，林业和渔业比重相对较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三江平原的粮食种植结构

发生了较大变化，由种植大豆、小麦为主的农作物逐步向种植大豆、玉米和水稻为主转变，尤其是水田发展

迅速［９］。

图 １　 三江平原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三江平原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 其中，１９７６ 年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 影像，分辨

率为 ８０ ｍ；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数据源分别来自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 遥感数据，分辨率为 ３０ ｍ。 遥感数

据时相均为 ５ 月中旬—９ 月中旬。 为了减少影像分辨率对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的影响，将各时期的遥感影像分

辨率统一重采样为 ８０ ｍ，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和图像增强处理，建立图像解译标志，然后进行人工解译，
同时根据研究区的特点和分析精度要求， 参照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１４］和《中国资源环境遥感宏观

调查与动态研究》 ［１５］，将三江平原景观类型划分为 ６ 类：农田、林地、草地、水域（包括河流、湖泊和水库）、居
民建设用地和湿地（包括沼泽和滩涂）。 经野外调查验证其准确率达到 ９２％，满足本研究需要。

驱动力分析中的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土壤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ＤＥＭ 数据由马里兰大学地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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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ｃｆａｐｐ．ｕｍｉａｃｓ．ｕｍｄ．ｅｄｕ ／ ）提供；地貌类型是直接对三江平原地貌图数字化处理，并进行归类合并；居民点是通

过提取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图而获得的，然后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缓冲区分析，得到各评价单元距居民点的距离；
保护区是直接数字化研究区中各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图获得。
１．３　 研究方法

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３．４ 软件计算研究区 ６ 种景观格局指数。 为了更好的研究三江平原 ３ 个时期景观风险指数的

时空差异，本文采用网格分析法，计算不同时期各网格的景观风险指数，并采用克里格插值对景观风险指数进

行插值，得到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分布图，进而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特征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并利用地

理探测器定量分析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驱动力。
１．３．１　 景观生态风险小区的划分

结合三江平原的面积和研究尺度，参考相关文献［９⁃１２］，将研究区划分为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网格单元，共划分

风险小区 １２２２ 个。
１．３．２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研究选取了 ６ 个景观指数进行分析：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景观优势度、景观干扰度、景观脆弱度、景
观损失度。 景观干扰度指数由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叠加所得， 计算方法参见文献［１６］；景观

脆弱度指数由专家打分法获得（表 １）；在此基础上通过景观脆弱度指数和景观干扰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

指数。

表 １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序号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名称
Ｎａｍｅ

计算方法及含义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１ 景观破碎度指数 Ｃｉ

Ｃｉ ＝ ｎｉ ∕Ａｉ ； 其值用来表述整个景观或某一景观类型在给定时间和给定性质上的破碎化程

度，即指在自然或人为干扰作用下，景观由单一、均质和连续的整体趋向于复杂、异质和不连
续的斑块镶嵌体的过程，此值越大，表明景观单元内部稳定性越低，对应的景观生态系统稳定
性也越低。

２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Ｎｉ
Ｎｉ ＝ ｌｉ × Ａ∕Ａｉ ， ｌｉ ＝

１
２

　 ｎｉ
Ａ

；其值表述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元素或斑块个体分布的分离程

度，分离程度越大，表明景观在地域分布上越分散，景观分布越复杂，破碎化程度也越高。

３ 景观优势度指数 Ｄｉ
Ｄｉ ＝

Ｑｉ ＋ Ｍｉ( )

４
＋

Ｌｉ

２
；其值用来衡量斑块在景观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指标，其大小直接反映了

斑块对景观格局形成和变化影响的大小。

４ 景观干扰度指数 Ｓｉ
Ｓｉ ＝ａＣｉ＋ ｂＮｉ＋ ｃＤｉ；其值是用来反映不同景观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主要是人类活动）
的程度。

５ 景观脆弱度指数 Ｆｉ

由专家咨询法并归一化获得。 它表示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的易损
性，此值大小与其在景观自然演替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有关，一般情况下，处于初级演替阶段、
食物链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指数小的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６ 景观损失度指数 Ｒｉ
Ｒｉ ＝Ｓｉ× Ｆｉ；表示反映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自然和人为干扰时其自然属性损

失的程度

　 　 ｎ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块数； Ａ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总面积； ｌｉ 为景观类型 ｉ 的距离指数； Ａ 为景观总面积； Ｑｉ ＝斑块 ｉ 出现的样方数 ／ 总样方数；

Ｍｉ ＝斑块 ｉ 的数目 ／ 斑块总数； Ｌｉ ＝斑块 ｉ 的面积 ／ 样方的总面积；ａ，ｂ，ｃ 为相应各景观指数的权重，且 ａ ＋ ｂ ＋ ｃ ＝ １，根据分析权衡，并结合前人研

究成果，认为破碎度指数最为重要，其次为分离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以上 ３ 种指数分别赋以 ０．６，０．３，０．１ 的权值

最终得到景观损失度指数（ Ｒ ｉ ）以及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Ｉ ）计算公式如下：
Ｒ ｉ ＝ Ｓｉ × Ｆ ｉ （１）

ＥＲＩ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Ａ
Ｒ ｉ （２）

式中， Ａｉ 为区域内景观类型 ｉ 的面积； Ａ 为景观总面积， Ｒ ｉ 为景观损失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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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风险探测器、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四部分组成［１３］。 风险探测器用来

探测风险存在的区域，生态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不同因子在影响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是否有显

著差异，因子探测器用于检验某种因子是否是形成该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交互探测器可以用

来识别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１７］。 由于本文主要定量分析各驱动因子对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贡

献率大小，交互作用探测器虽能解释各因子间的定量关系，但受文章篇幅所限，加之交互作用的机理较为复

杂，因此本文选取“因子探测器”。
因子探测器，用因子的解释力 ＰＤ，Ｈ进行判断，解释力越大，因子对于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贡献量越大，即

关系越密切，反之则越小。 计算方法如下：

Ｆ ＝
σ２

Ｄ，ｐ

σ２
Ｄ，ｚ

＝
ｍｓ２１ｍ（ｎ － １）
ｎｓ２２ｎ（ｍ － １）

（３）

ＰＤ，Ｈ ＝ １ －
σ２

Ｄ，ｚ

σ２
Ｄ，ｐ

（４）

式中，Ｄ 为影响因子，Ｈ 为景观生态风险值，ＰＤ，Ｈ为 Ｄ 对 Ｈ 的解释力，即贡献量［１３］。
１．３．４　 人为干扰度的架构

为了分析三江平原人为干扰度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１８］，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１８⁃２１］，结合研究区的景观

类型和实际情况［９］，对研究区的 ６ 种景观类型进行人为干扰度指数赋值［２２］。
某个网格单元的人为干扰度计算公式为：

Ｄ ＝
∑
ｍ

ｉ ＝ １
Ｈ Ｉｉ Ｓｉ

Ｓ
（５）

式中， Ｄ 为某个网格单元的人为干扰度， Ｈ Ｉｉ 为第 ｉ 类景观类型的干扰度指数， Ｓｉ 为第 ｉ 类景观类型的面积， Ｓ
为网格单元的总面积。

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的时空性差异是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选取地貌、海拔

高程、河流、土壤、降水量与气温作为自然驱动因子，选取距居民点和保护区距离、人为干扰度作为人为驱动

因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３．４ 软件，得到研究区 １９７６、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１３ 年各景观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 由于自然胁迫和

人类活动的干扰，导致各景观类型面积及斑块数的变化， 进而导致相应景观类型风险指数的变化［２３］，农田和

林地为三江平原主要景观类型；湿地次之，面积呈不断减少趋势；居民用地最少，但其面积在缓慢增加。 从景

观类型面积和斑块数量上看，农田和林地斑块数量均呈先降低后增加趋势，农田面积不断扩大，导致农田景观

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不断降低，引起农田生态风险指数下降，农田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特征由初期小块随

机散落分布变为集中连片分布；林地面积逐渐减少，导致其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不断增加，使林地生态风

险指数上升，空间分布特征由初期集中连片分布变为小块随机散落分布；湿地的面积和斑块数量不断减少，景
观优势度从 １９７６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减少了近 ４．７８ 倍，此外，湿地本身在 ６ 种景观类型中脆弱度最高，加快了湿地丧

失速度，使得湿地景观损失度指数较高。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大小受景观脆弱度、景观干扰度、景观类型及土

地利用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可通过景观损失度来表征：从景观类型上看，湿地、居民用地、草地、水域

与林地景观损失度指数均较高，而农田则较低，居民用地和草地损失度虽较高，但受其景观面积限制，对景观

生态风险影响力较小；此外，不同时期景观损失度指数有所差异，湿地、水域、草地和农田的景观损失度不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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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中湿地损失度变化最为显著，从 １９７６ 年的 ０．７３４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２６４３，因此，使湿地对景观生态风

险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依然较大，而林地和居民用地的损失度指数呈逐渐升高趋势（表 ２）。

表 ２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时间
Ｔｉｍ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斑块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破碎度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分离度
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优势度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干扰度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脆弱度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损失度
Ｄａｍｎｉｆｙ
ｉｎｄｅｘ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９７６ ３２３８０ ３２０３ ０．６８ ０．９７ ０．５５ ０．７５ ０．１０ ０．０７５３

１９９５ ４９４０５ ２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６２ ０．１０ ０．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 ６１３８８ ３２２４ ０．４１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５３ ０．１０ ０．０５３１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９７６ ３９９４８ ５４２４ ０．６４ ０．９３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２６ ０．１９２０

１９９５ ３８５１１ ４３５７ ０．６４ ０．８８ ０．６３ ０．７１ ０．２６ ０．１８４９

２０１３ ３１７７５ ５１１８ ０．６９ ０．９８ ０．６９ ０．７８ ０．２６ ０．２０２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９７６ ７２３４ ４０９１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２０ ０．９２ ０．４２ ０．３８６３

１９９５ ４１０８ ２１６６ ０．８６ ０．６４ ０．１３ ０．７２ ０．４２ ０．３０２８

２０１３ ３２８０ １５６５ ０．６５ ０．４２ ０．１０ ０．５３ ０．４２ ０．２２２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１９７６ ３２０４ ６０１ ０．２８ ０．９９ ０．０６ ０．４７ ０．５８ ０．２７６９

１９９５ ４７６１ ５９２ ０．２６ ０．９９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５８ ０．２６６８

２０１３ ５７７５ ５０８ ０．２３ ０．９９ ０．０７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２５５２

居民用地 １９７６ １６１４ ６２４０ ０．７３ １．００ ０．１６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５５８０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２２２７ ６２６５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２３ ０．９１ ０．７４ ０．５３０４

２０１３ ２３０９ ６１３７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２２ ０．９２ ０．７４ ０．６８０８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９７６ ２４４１７ ４０２２ ０．７９ ０．９９ ０．４５ ０．８２ ０．９０ ０．７３４５

１９９５ ９８１８ １１３２ ０．４５ ０．６９ ０．１８ ０．５０ ０．９０ ０．４４８６

２０１３ ４２６１ ４８４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９０ ０．２６４３

２．２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

２．２．１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地统计分析模块，对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２２ 个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进行 Ｋｒｉｎｇ 插值。 对三江平原生态风险分布图的 ＥＲＩ 进行分类，依据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风险小区的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值的分布特点，按照等间隔分类法将研究区的生态风险依次划分为低风险区（ＥＲＩ＜０．１２）、
较低风险区（０．１２≤ＥＲＩ＜０．１７）、中风险区（０．１７≤ＥＲＩ＜０．２２）、较高风险区（０．２２≤ＥＲＩ＜０．２７）和高风险区（ＥＲＩ
≥０．２７）（图 ２），同时对研究区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各风险等级面积进行统计（图 ３）。

由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看出，１９７６ 年以高风险和较高风险为主，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４１．５１％和 ２６．８０％，主
要分布在三江平原东北部、西北部、东部及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同江市、抚远县、友谊县、宝清县、萝北县、
饶河县、虎林市、密山市和富锦北部，该区域分布着景观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较高的沼泽湿地，导致景观生态

风险较高；中风险所占比例为 １４．７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南部的小兴安岭及中部的完达山脉，而低风险面

积最小，仅为 ０．４×１０４ｋｍ２，零星分布在三江平原西部和北部地区，该地以损失度较低的农田景观为主，因此景

观生态风险较低。
与 １９７６ 年相比，１９９５ 年研究区内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的面积分别减少了 ３．６×１０４ｋｍ２和 ０．６×１０４ｋｍ２，从

空间分布上看，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主要向研究区中部的挠力河流域、东北部的三江自然保护区、西南部的

倭肯河流域、东部的乌苏里江沿岸以及南部的兴凯湖地区收缩，高风险区降幅达 ８０％，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们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和部分沼泽湿地农田化，以生态风险较低的农田景观取代原

有的林地和湿地景观［１６］，因此造成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面积急剧减少；低风险、较低风险和中风险占全区的

比例分别为 １３．３２％、３２．７８％和 ２４．２６％，与 １９７６ 年相比，三类风险区面积均不同程度增加，且增幅明显；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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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 ３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各风险等级区面积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风险区是 ５ 类风险区中面积最大一类，景观类型以林地

为主，草地和农田次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和西南

部，以依兰县、鸡东县、桦川县、集贤县、绥滨县、鸡西市、
穆棱县北部和萝北县南部最为突出，主要由高风险和较

高风险转化而来。 此外，在研究区中部、东北部和东南

部出现零散分布的几个高风险区，这主要由于自然保护

区（东北部洪河和三江保护区、东南部兴凯湖保护区）
建立，使保护区内沼泽湿地得以保存下来，而保护区外

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大量沼泽湿地被开垦，使农田成

为该地区主要的景观类型［２４］，景观脆弱度和损失度降

低，因此造成保护区内外风险类型差异。
至 ２０１３ 年，研究区内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进一步减少，高风险区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３．２４％，主要分布

在保护区附近；而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区面积明显增加，其中低风险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５×１０４ｋ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２×１０４ｋｍ２，涨幅近 ２．２ 倍，较低风险占全区总面积比例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２．７８％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５．４６％，说明

此时低风险和较低风险成为研究区主要风险类型。
２．２．２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 ＧＩＳ 技术，得到不同时期三江平原风险变化分布图。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大部分地区风险值呈

逐渐降低的趋势，景观生态风险平均值由 １９７６ 年的 ０．３００ 下降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０．１８６，再降低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１６２。
降低幅度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东北部的挠力河、别拉洪河和鸭绿河流域，以及东部的穆棱河下游地区，
该区域主要位于湿地丧失明显的地区，景观类型主要由湿地向农田转变，而农田的生态风险值远低于湿地，造
成这些地区生态风险值大幅度下降。 三江平原部分地区风险值逐渐升高，主要位于研究区西部的小兴安岭、
中部的完达山脉，以及兴凯湖地区，这些区域景观类型以林地或水域为主，而林地和水域的生态风险值逐渐降

低。 总体来看，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呈现逐渐降低趋势，这主要由于三江平原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耕地需

求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对湿地进行开发，而大规模的农

业开发活动［２５］导致大片湿地破碎化，使得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破碎度和优势度降低，景观生态风险降低（图

７　 １１ 期 　 　 　 刘春艳　 等：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及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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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图 ４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生态风险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 ５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风险质心和标准化椭圆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ｌｌｉｐｓ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统计工具，分别计算 １９７６、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的风险质心和标准差椭圆。 由图 ５
可知，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生态风险质心总体呈现“东北⁃西
南”的空间分布格局，质心转移距离 ３７．８ ｋｍ，受人类活

动的影响，风险质心逐渐向研究区西南方向转移，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标准差椭圆短轴与长轴之比逐渐增大，
短轴与长轴均呈现增加趋势，这表明研究区景观生态风

险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均呈现延伸状态，且短轴的

延伸趋势要强于长轴延伸趋势。 生态风险质心在

１９７６—１９９５ 年向西南转移了 ２８．１ｋｍ，而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向西南转移了 ９．８ ｋｍ，说明前期风险比后期变化显

著，这是由于 １９７６—１９９５ 年间研究区东北部的湿地遭

到大量开垦，湿地面积明显减少，农田面积逐渐增加，同
时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与交通条件的便利，使许多开

发初期不便开发的宜农荒地得到了进一步开垦［２６］，到
２０１３ 年研究区东北部农田面积明显增多，受地形地势

限制，而西南部农田面积相对较少，景观类型以生态风

险在逐渐升高的林地为主，因此造成三江平原西南部的

风险指数超过其东北部，所以表现为生态风险整体向研

究区西南方向移动（图 ５）。
２．３　 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因素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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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影响程度在空间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２．３．１　 地形地貌因素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工具，结合研究区的 ＤＥＭ，得到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与海拔的

关系图。 由图 ６ 可知，不同时期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在不同海拔高度有所差异，总体上呈降低态势。 ３ 个

时期最大值均出现在 ０—３５ ｍ，景观生态风险降幅在 ５０—６５ ｍ 处达到最大，之后景观风险值交替变化，但变

化幅度相对平稳；０—５０ ｍ 景观主要类型是湿地和水域，景观的分离度和脆弱度较高，因此景观风险较大，农
田和居民点主要出现在海拔 ５０—９５ ｍ，该景观类型的分离度和脆弱度相对较低，因而景观生态风险居中；在
９５—８００ ｍ，景观生态风险呈低位波动变化并逐渐趋于稳定，由于人类活动主要发生在低海拔平原区，而 ９５—
８００ ｍ 景观类型主要为林地，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因此景观分离度和破碎度相对较低，景观优势度明显，导
致景观生态风险值最小；从地貌类型上看，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 ３ 种

地貌类型上，即地势较低的低河漫滩、河流阶地、高河漫滩，且与研究区中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区相一致［２７］。
２．３．２　 居民点建设

居民点是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２４］，也是影响景观生态风险格局重要的土地

利用方式。 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以 １ ｋｍ 为缓冲单元，分别制作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

居民点的缓冲区，统计不同距离条件下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平均值（图 ７）。 图 ７ 表明，随着距居民点距离

的增加，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但不同时期景观生态风险最大值位置相同，均位于 ９—１０ ｋｍ
处，在 １１—２０ ｋｍ，景观生态风险呈现逐渐降低趋势。 这主要由于在居民点附近，工农业活动频繁，早期沼泽

湿地和水域早已被开垦为农田，因而景观生态风险相对较低，随着距居民点距离增加，人类活动受到限制，使
得湿地和水域能够较好的保存下来，在 １７—２０ ｋｍ 景观类型主要为林地，受地形地势条件限制，林地分布广

泛，优势度明显，而脆弱度和损失度较低，因此景观生态风险相对较低，人类活动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驱动

因子［２８］，同时人类活动也是引起生态风险的直接原因［２９］。

图 ６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与海拔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 ７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与距居民点距离之间

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２．３．３　 保护政策与保护区建设

景观生态风险与保护政策以及保护区建设关系密切。 １９９２ 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开始重视湿地保护，
１９９４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执行，三江平原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地区之一，１９９８ 年黑龙江省政府决

定在省内停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２００３ 年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等［３０］，
与此同时，国家兴建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如：三江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２ 年）、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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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４ 年）、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 年）等，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还提出用于湿地恢

复的退耕还湿政策，保护三江平原湿地，因此，在国家政策的强制调控下，湿地面积变化较缓和。 而现在残存

的沼泽湿地也主要分布在保护区及周边地区［２４］。
利用 ＧＩＳ 技术统计保护区不同距离景观生态风险的变化情况（图 ８）。 结果表明，１９９５ 年，距离保护区越

近，景观生态风险越大，保护区的建立使保护区内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但保护区外的湿地还是受到人为干扰的

影响［３１］，在 ０—２ ｋｍ 处是距保护区最近的区域，也是受人为干扰最强烈的区域，所以景观生态风险较高，距保

护区 １５ ｋｍ 以外，由于人为干扰影响较小，因此景观生态风险较低。
２．３．４　 人为干扰度

干扰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直接影响着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３２⁃３３］。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人

为干扰对地表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急剧增加［３４］。 景观类型变化作为区域人类活动影响最直观表现，
研究人为干扰条件下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对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功能，将人为干扰度划分为 １０ 级，数值越大干扰强度越大。 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人为干扰度与景

观生态风险之间关系。 如图 ９ 所示，可以看出，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景观生态风险最大值出现在 １—２ 级之间，说明

人为干扰度越小景观生态风险越大；不同时期景观生态风险最小值均出现在 ９—１０ 级之间，说明随着人类干

扰强度增大，人类活动改变了地表覆被状况，特别是经过四次大规模农业开垦［３５］，湿地景观完整性遭到破坏，
引起湿地逐渐农田化，因此景观生态风险逐渐降低。 总体上看，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随人为

干扰强度增加而不断降低。 但各时期略有不同，１９７６ 年呈现先增后降再增的“Ｎ”字型分布规律。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分布趋势较一致，均呈逐渐下降态势。 但 １９７６ 年景观生态风险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时期，说明 １９７６ 年

人为干扰度最强，而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人为干扰度呈现不断降低趋势，这主要与保护政策、保护区建立和湿地破

碎化有直接关系。

图 ８　 １９９５ 年景观生态风险与距保护区距离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ｔ １９９５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图 ９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景观生态风险与人为干扰度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２．３．５　 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影响因子定量分析

利用因子探测器探测各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即计算每个因子对风险变化的贡献量（ＰＤ，Ｈ），见
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人为干扰度和距居民点距离在影响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贡献量中排在前两

位，且解释力均在 ３０％以上，说明人为干扰度和距居民点距离是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主控制因素，
此外，地貌类型和流域类型对景观生态风险贡献量也较为显著，说明自然因素对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同样具有

重要作用。 １９９５ 年影响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主要因素为人为干扰度（７１．２％）、居民点距离（６４．６％）、
保护区距离（４３．７％）、地貌类型（１１．２％）、流域类型（８．９％），其中人为干扰度、居民点距离和保护区距离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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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解释力明显高于地貌类型和流域类型，说明人文因素对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起主导作用，２０１３ 年对

景观生态风险解释力较大的因子依次为人为干扰度（３６．９％）、居民点距离（３２．８％）、地貌类型（２３．５％）和保

护区距离（２３．３％），而地貌类型解释力大于保护区距离，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文因素解释力都大于自然因素，
由于三江平原湿地农田化过程在该时期表现的最为剧烈，虽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保护政策，建立了自然

保护区，但保护政策落实和保护区的完善仍需要一个过程。

表 ３　 景观生态风险各驱动因子贡献量 ／ ％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年份
Ｙｅａｒ

地貌类型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ｙｐｅ

流域类型
Ｂａｓｉｎ ｔｙｐｅ

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年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人为干扰度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居民点距离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保护区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９７６ ２４．８ ２７．２ １５．４ ５．３ ４．７ ３．１ ４１．３ ３６．４ —

１９９５ １１．２ ８．９ ５．５ ５．６ ４．２ ８．５ ７１．２ ６４．６ ４３．７

２０１３ ２３．５ １９．６ １．８ １．９ ３．２ ２．９ ３６．９ ３２．８ ２３．３

３　 结论

（１）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景观空间变化由小块随机分布向集中连片转变。 农田、草地、水域和居民用

地的优势度明显增加，景观的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加，而湿地景观损失度最高，优势度降低，景观的空间聚集性

逐渐降低。
（２）从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与格局变化上看，１９７６—２０１３ 年，三江平原的景观生态风险呈逐渐降低

的趋势。 １９７６ 年，三江平原以高风险和较高风险为主，１９９５ 年高风险和较高风险面积显著减少，２０１３ 年高风

险面积进一步减小；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不断向研究区内保护区收缩，低风险和较低风险逐渐向三江平原西

部和西南部扩张；生态风险整体向西南方向运移。
（３）从影响因素上看，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变化主要受海拔、地貌、居民点、保护区距离和人为干

扰度等因素影响；景观风险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０—３５ ｍ，地势较低的低河漫滩、河流阶地、高河漫滩景观生态

风险较高；景观生态风险随居民点和保护区距离增加而降低，随人为干扰度增强而下降；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人为干扰度、居民点及保护区距离是影响三江平原景观生态风险的关键因素。
本文在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影响因素的贡献量时，由于时间跨度大，数据收集困难，因此本研究并没有考

虑人口和 ＧＤＰ 要素对景观风险的影响，同时，本文仅做了因子探测分析，并没有考虑各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在
以后的研究中会更加深入的研究各因子以及因子交互对景观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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